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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指出，世界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2015—
2050年，预计全球老年人口比例将会从12%翻倍增

长至22%左右，届时，预计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9
亿增加到 20亿左右［1］。据我国 2010年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78亿，

占总人口比例的13.26%［2］。到2016年末，60岁及以

上人口已达到16.7%［3］。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

数量在逐年上升，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

家［4］。

目前，全球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抑郁

问题。患有抑郁症的人数仅2005—2015年就增长了

18%，全球范围内抑郁症患者人数已达到3.22亿［5］。

有研究指出，老年人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抑郁也

被公认为老年期最常见的心理疾病［6］。据统计，正

常人群抑郁症的发病率为 5%～8%，而老年人的发

病率则达到12%～15%［7］，我国约有31.2%的老年人

出现抑郁症状［8］。

影响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因素很多，如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代际支持、睡眠

状况、健康自评、是否患有慢性病等。其中，居住方

式和代际支持是影响抑郁状况的重要因素。

居住方式反映了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生活的组

织方式，在结构层次上决定了家庭成员的互动方

式，尤其是父代与子代成员之间的互动［9］。故大多

数研究均显示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

响存在显著性意义，如研究表明，与配偶同住的老

年人抑郁程度最低［6，10-11］；独居会提高老年人的抑郁

水平［12-13］；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程度较低［14-18］，

也有研究指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郁程度较高，

原因可能是与子女同住，接触较多，更容易产生矛盾

和冲突［10-11］。同时，有少数研究［19］指出，居住方式对

老年人的抑郁状况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居住方式会

影响子女的代际支持。

代际支持是指家庭中上下代之间在经济、生活

以及情感上的互惠互助［20］。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少子化，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

弱化，老年人从中获取的代际支持日益减少［21］，进而

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多数研究［17，18，22-25］

都表明代际支持能够降低老年人的抑郁风险，提升

其心理健康，但也有少数研究［15］显示，因为代际支

持，使得子女与老年人接触过多，易侵犯其隐私和

发生代际冲突，进而对老年人精神健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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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使用OLS模型以及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

分析，探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以及代际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

示，以独自居住的老年人为参照组，与子女居住（B=-1.963，P＜0.01）和与非子女居住的老年人

抑郁水平均较低（B=-1.691，P＜0.05），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代际支持，得到家务

支持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高（P＜0.05），与子女见面频率高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低（P＜0.05）。

结果表明，居住方式对抑郁水平有显著性影响，代际支持在居住方式和抑郁水平之间起着部分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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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居住方式和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

状况影响的结论存在分歧，且分析仅停留在独立影

响的层面，而对于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较

少。故本文旨在研究居住方式、代际支持与老年人

抑郁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代际支持在居住

方式和老年人抑郁水平间的中介效应。

基于相关的理论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居
住方式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着显著性的影响，独

自居住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高。H2：居住方式对代

际支持有着显著性的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得

到的代际支持较多。H3：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抑郁

水平有着显著性的影响，代际支持能减轻老年人的

抑郁水平。H4：代际支持在居住方式与老年人抑郁

状况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一、对象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 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中的数据。该调

查采用内隐分层的多阶段抽样方法，覆盖了全国25
个省、直辖市共144个区/县的640个村/居。本研究

主要采用2016年成人问卷数据库，样本量为36 892
个，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样本量为9 358个，根

据研究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筛选和数据清洗，进一

步剔除目标研究变量含有缺失值的数据，且每个村/
居均有调查样本数据，从而得到 1 397个 60周岁以

上老年人的数据样本。

（二）研究内容

自变量是居住方式，定义1=“独自居住”，2=“与

非子女居住”，3=“与子女居住”。由于居住方式是

无序分类变量，故在数据分析前，为该变量设置2个
哑变量。本研究以“独自居住”为参照变量，设置其

余2种居住方式为虚拟变量。

因变量是老年人群的抑郁状况，采用流调中心

抑郁量表（CES-D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共 20个
题目，其中有16个题目是询问抑郁症状的频率，4个
题目是询问积极情绪的频率。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8，表明信度较高。将频率

由低到高赋 1~4分，分值越高，代表抑郁水平越高。

同时，将其中 4个询问积极情绪题目的答案进行反

向赋分，所得总分为该老人的最终抑郁水平。

中介变量是代际支持。在2016年CFPS成人问

卷中，主要通过 2个方面的内容来衡量代际支持：

“与子女的见面频率”和“子女是否帮你料理家务或照

顾你的饮食起居”。其中，为了便于分析，将“与子女

的见面频率”中见面次数1周少于1次重新定义为“不

经常见面”，高于该频率定义为“经常见面”。

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

康自评和是否患有慢性病。其中婚姻状况包括“未

婚”“在婚（有配偶）”“同居”“离婚”“丧偶”；健康自

评包括“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不

健康”。

（三）统计学方法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使用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以避免同源偏差对结果的影响［26］。结果显

示，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素解释了19.84%的总变异

量，远小于总变异解释量的 40%，认为该研究结果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 STATA 14.0对数据进行倾向得分

匹配（PSM）来做稳健性检验。使用 SPSS 22.0对变

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根据 Iacobucci［27］和方杰等［28］所

提出的类别变量中介效应分析的方法，使用逐步检验

回归系数来验证中介作用。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Y = i1 +∑e = 1
f - 1
ceLAe + γXj + ε1 （1）

Logit Mk = i2k +∑e = 1
f - 1
akeLAe + γkXkj + ε2 （2）

Y ' = i3 +∑e = 1
f - 1
c'
eLAe +∑

k = 1

n

bkMk + γ'Xj + ε3 （3）
方程（1）（3）使用OLS模型，方程（2）使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当每个中介变量的 ake 中至少存

在一个回归系数显著不为 0，回归系数 bk 显著不为

0，说明整体中介效应显著，然后再检验每个虚拟变

量的相对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由于自变量与因变

量之间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采用的是连续变量的尺

度，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采用 Logit 尺度，两者

不在同一个尺度上，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采用以

下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 Za ×Zb 的显著性。统计量

的公式如下：

Za = a
SE（a）

；Zb = b
SE（b）

；

Z = Za × b
SE（Za × b）

= Za ×Zb

1 +Z 2
a +Z 2

b

另外，当 c'
e 显著，且与所对应的 Za ×Zb 同号时，

表明是部分中介效应。

二、结 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该数据样本中，男性673人（48.2%），女性724人
（51.8%）。年龄 60~95岁，平均年龄（68.14 ± 6.60）
岁。大部分老年人（81.5%）处于在婚（有配偶）的状

态，有 17.0%的老年人处于丧偶状态。健康自评以

比较健康（32.4%）为主，其次是不健康（27.6%）、一

般（23.0%）和很健康（10.2%），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

仅为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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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在控制变量

中，性别、婚姻状况、健康自评、是否患有慢性病均

与抑郁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年龄与抑郁水平不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2个中介变量均与抑郁水平有

显著的相关性。在居住方式方面，只有独自居住与

抑郁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

变量
控制变量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健康自评
是否患有慢性病

中介变量
家务支持
见面频率

自变量
独自居住
与非子女居住
与子女居住

相关系数

-0.007
-0.138
-0.102
-0.267
-0.185

-0.080
-0.054

-0.088
-0.013
-0.036*

P值

0.78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3
0.044

0.001
0.633
0.174

表1 各变量与抑郁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二）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影响的OLS回归

模型结果如表 2所示。模型 1为未控制其他变量

时，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模型2为加

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自评和是否患有慢性

病这些控制变量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

影响。由此可见，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存在

显著性影响。在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后，与参照组

“独自居住”的老年人相比，“与非子女居住”和“与

子女居住”的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较低，支持假设

H1。同时还可以看出，女性、健康自评较不好、患有

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高。

变量

自变量（以独自居住为参照组）
与非子女居住
与子女居住

控制变量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健康自评
是否患有慢性病

常数
R2

调整R2

F值

抑郁水平
模型1
-2.198**

-2.379**

37.034***

0.008
0.007

05.598**

模型2
-1.691*

-1.963**

-0.019
-1.413***

-0.047
-1.330***

-1.631***

32.085***

-0.098
-0.095
30.285***

表2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OLS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P<0.05，**：P<0.01，***：P<0.001。

（回归系数）

对上述OLS模型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控制变

量，使用3种匹配方法估计平均处理效应（ATT），所

得结果如表 3所示。3种方法的估计结果与OLS模
型较接近，且估计结果均有显著性意义，表明在考虑

样本选择性偏差的情况下，独自居住对老年人抑郁水

平的影响显著，因而OLS模型的结果可靠。

匹配方法

近邻匹配（1∶1）
半径匹配（0.05）
核匹配

抑郁水平
ATT
2.05
1.91
1.93

标准误
0.75
0.72
0.71

t值
2.07**

2.38**

2.39**

表3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影响的PSM检验

**：P<0.01。
（三）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

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在原有的OLS模型基础上，

加入中介变量“代际支持”，即“子女是否帮你料理家

务或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和“与子女见面频率”。

1. 整体中介分析

整体中介分析包括整体总效应检验、整体直接

效应检验和整体中介效应检验三部分。从表4可以

看出，整体总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 F=30.285，P＜
0.001，说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显著性

影响，2个相对总效应不全为 0；整体直接效应检验

的结果显示F=23.002，P＜0.001，说明在加入中介变

量之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仍有显著性

影响，2个相对直接效应不全为0。在自变量和中介

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中，极大似然比的卡方结果均

显示P＜0.001，说明模型有效，且Hosmer⁃Lemeshow
拟合度检验的结果均显示 P＞0.05，说明拟合较

好。从整体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来看（表 4），每个

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a均至少有一个是有显著性意

义的，且回归系数 b也均有显著性意义，说明整体中

介效应显著，且2个相对中介效应不全为0。
2. 相对中介分析

表 4的结果显示，以“独自居住”为参照水平，

“与非子女居住”和“与子女居住”的相对总效应、

相对直接效应均显著（P均<0.05，回归系数B分别

为-1.691、-1.963、-1.648和-1.885）。前者表明，与

非子女居住或者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抑郁水平比

独自居住的老年人低；后者表明，在排除中介作用

后，这两种居住方式的老年人抑郁水平也比独自居

住的老年人低。相对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代际支

持在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和其抑郁水平之间的中

介效应显著（Z12 =2.14，Z22 =-1.96）。具体来说，与

独自居住的老年人相比，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得到

子女的家务支持较多，进而导致他们抑郁水平的增

加（a12 =1.120，b1 =0.973）。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较

独自居住的老年人，与子女见面频率较高，进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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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他们的抑郁水平（a22 =1.829，b2 =-0.889），支持

假设H2，部分支持假设H3。另外，c'
2 =-1.885，与

Za12 ×Zb2 、Za22 ×Zb2 符号相同，且有显著性意义，说

明与独自居住的老年人相比，代际支持在与子女同

住的老年人和其抑郁水平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支持假设H4。

因变量/自变量

X→Y
抑郁水平

与非子女居住

与子女居住

X→ M1
家务支持

与非子女居住

与子女居住

X→ M2
见面频率

与非子女居住

与子女居住

X→M→Y
抑郁水平

与非子女居住

与子女居住

家务支持

见面频率

模型χ2值

030.285***

154.522***

251.654***

023.002***

B

-1.691*

-1.963**

-0.052
-1.120***

-0.081
-1.829***

-1.648*

-1.885**

-0.973*

-0.889*

标准误

0.690
0.687

0.267
0.243

0.221
0.243

0.691
0.694
0.394
0.435

Za ，Zb

-
-

Za11 = 0.195
Za12 = 4.609

- Za21 = -0.367
Za22 = 7.527

-
-

Zb1 = 2.470
- Zb2 = -2.044

Z值

-
-

Z11 = 0.18
Z12 = 2.14*

Z12 = 0.33
- Z22 =-1.96*

-
-

表4 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P<0.05，**：P<0.01，***：P<0.001。

三、讨 论

长久以来，我国一直以家庭养老为主。但随着

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养老体系的不断完善，家

庭内部利益结构发生变化［29］，大家庭开始减少，取

而代之的是小型化、核心化的家庭［30］，传统的以父

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正在向以夫妻关系为中

心的家庭结构变动［29］，带来了家庭空间的隔离和家

庭功能（如养老支持）的弱化［23］，导致老年人的居住

方式和代际支持都发生了变化，进而对其心理健康

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老年人抑郁水平在不同个体特征中差异

显著

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受到性别、健康

自评、是否患有慢性病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女性老

年人抑郁程度较高，原因可能是女性在情感上更为

脆弱敏感，更易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负性

情绪［1］。健康自评较不好的老年人抑郁程度较高，

这与张泽宇等［31］的研究结果一致，较差的自我健康

感知会导致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产生，甚至会使患者

出现自杀意念。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程度较

高，可能是因为慢性病病程较长，老年人需长期接

受慢性病的治疗和检查，对生理和心理均产生较大

的折磨，心理负担过重，易产生抑郁情绪［1］。

（二）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状况有显著影响

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呈负相关，居住

方式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独

自居住的老年人相比，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抑郁水

平较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居住方式对老年

人的抑郁水平有显著性影响，与子女同住能降低老

年人的抑郁水平［6，10，13］。对此，穆滢潭等［15］用“社会

因果论”来解释，居住安排上的不利处境降低了老

年人资源获取机会和心理满足感。提示应加强对

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关注，注意老年人的心理状况。

（三）代际支持中介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

状况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代际支持在居住方式和老年人抑

郁状况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居住方式既可以

直接作用于老年人的抑郁状况，还可以通过对代际

支持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这

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8-19，32］。原因可能是，随着年

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大不如从前，以及清

闲的生活方式使其更注重情感上的交流，从而导致

老年人存在精神代际支持方面的需求，当需求未达

到预期时，容易造成负面的心理效应。而与子女同

住的老年人，因与子女见面较为频繁，更便于获得

贴身照顾和情感支持，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因此

在情感支持层面，经常与子女见面，能让老年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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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感受到子女的关心，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的家庭

角色和权威得到了认可，对其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作

用［33］，进而降低了老年人抑郁的风险，这符合“家庭

支持理论”［18］的说法。但在家务支持层面，则符合

“家庭冲突理论”［18］，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一方面

因为觉得子女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还要兼顾对自

己的家务支持，担忧子女身体上可能会吃不消；另

一方面，在得到子女家务支持的同时，易侵犯老人

隐私，易产生生活矛盾或冲突，从而增加老年人抑

郁的风险。

根据以上讨论，居住方式的直接效应和代际支持

的中介效应都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着重要影响，需

要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老年人同住的

子女，应多关注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尊重老年人的隐

私权和生活自由；未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也应多与老

年人沟通联系，给予他们经济、情感等支持，发挥代际

支持的积极效应，以减轻他们的抑郁状况。

（四）局限性

由于采用的是公共数据库，研究的数据样本量受

到一定的限制，以及居住方式与抑郁水平间还会受其

他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的影响，本研究未能穷尽所

有的影响变量，对结果的外推性应用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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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living arrangement on the depression of older adults
GAO Nan，YAO Jun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6，the OLS model and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for analysis，the effect of living arrangement on the depression of older
adul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were
explored in our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older adults who live alone，the risk of depression
were lower both in those living with children（B = -1.963，P＜0.01） and those living with non ⁃ children
（B = -1.691，P＜0.05）. The elderly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can get mor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lder
adults who only received housework support have higher depression（P＜0.05），while those with high frequency
of meeting with children have lower depression（P＜0.05）.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living
arrange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isk of depression，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ct as a partial
mediation between the two issues.

Key words：depression；older adults；living arrangement；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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